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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外贸格局的调适
——以发展对资贸易政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 欧阳湘 石 慧

[ 摘 要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在外交上贯彻“一边倒”方针 , 在对外贸易上也形成了对苏新国家贸

易总额高、对资贸易总额低的格局。但在政策上，中国不仅从未关上对资贸易的大门，而且从 1952 年初

就开始了对外贸格局的调适，努力发展对资贸易。如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工

作重点推进民间贸易；扩大对港澳出口并转口东南亚，利用港澳的特殊地位发展对资贸易；创办中国出口

商品展览会和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建立对资贸易平台。到 1958 年，在外贸国别政策的顺位上，相比于

对资贸易，对苏新贸易已处于次要地位。作为一种外贸格局的“一边倒”，并非中国外贸的政策取向，不

能与“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混为一谈。中国发展对资贸易是由当时的商品结构等经济因素决定的，苏联方

面对此也未予反对。

[ 关键词 ] 对资贸易；“一边倒”方针；外贸政策；广交会；苏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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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边 倒”， 是 毛 泽 东 对 新 中 国 在 外 交

上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立场的

形象表达。有学者在研究新中国对外贸易情况

时，注意到对苏联和东欧、东亚一些社会主义

国家［1］（以下简称“苏新国家”）贸易占外贸

总额超高比例，对资本主义国家（地区）贸易

（以下简称“对资贸易”）则比例较低的格局，

认为中国在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上也有个“一边

倒”的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政治、军

事集团对峙的背景下，选择以苏联、东欧等社

会主义国家为主要贸易伙伴的对外贸易发展战

略。［2］学者们还分析了这一外贸政策的原因、

历史背景等。统计数据显示，从 1949 年开始的

10 年间，中国外贸对象主要是苏联等社会主义

国家，对资贸易所占比例不大，实际形成“一

［1］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末，中国对东欧、

东亚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称谓，曾经有“新民主主义国

家”“民主国家”“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和“兄

弟国家”等多种表述。本文基于约定俗成，不严格区分。　

［2］参见许罗丹、谢康：《中国对外贸易》，中山大学

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9-82 页。　

边倒”格局。但问题是在政策层面，新中国是

否在可自由贸易的国际条件下拒绝同资本主义

国家（地区）开展贸易？“一边倒”主要是一

种格局的描述，还是主动而稳定的政策取向？

相对于对外关系的“一边倒”，对外贸易的相

关政策取向是否有变化，是否与外交关系的调

整同步？在当时中国外交“一边倒”的大背景下，

中苏在中国发展对资贸易问题上的态度如何？

本文拟通过考察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发展对资

贸易之政策沿革，观察中国政府对“一边倒”

外贸格局的调适，并就某些问题进行辨析与澄

清。

一、外贸政策向苏新国家倾斜的倾向

（1949-1951）

从新中国成立至 1951 年底，中国的对外贸

易特别是出口的国别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贯彻

了“一边倒”方针：发展对苏新国家贸易，明

显优先于对资贸易。

（一）苏新优先的政策取向

1949 年 2 月，《中央关于对外贸易方针的

指示》规定了对苏新国家贸易优先的原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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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凡苏联及东欧

各新民主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当尽量向苏

联及新民主国家出口，凡是苏联及新民主国家

能供给我们的货物，我们当尽量从苏联及新民

主国家进口，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

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

口或进口。”中央还指示华北局及北平、天津

两市立即派员与苏联商业机关接洽，讨论开展

中苏贸易的有关问题，“首先了解我们与苏联

及东欧各国进行贸易的可能性，然后决定我们

对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范围”。［1］

此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便遵循了这一政策

取向。1950 年 12 月，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

叶季壮对此又作了强调：“过去我们的出口货，

是迎合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而生产的”，现在“要

从根本上来改变”；包括“改组我们出口的生

产品，使其能满足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之需

要”。稍后召开的全国贸易会议，要求各地“积

极扩大对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

并且主动地有步骤地改组国内出口物资的生产，

以求逐渐适应出口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需

要。［2］

关于出口的具体原则和要求是，中国战略

性物资如钨、锑、锡、锰、煤炭、焦炭不准输

往资本主义国家；次要战略物资如铁砂、牛皮、

山羊皮等，可以考虑少量输往资本主义国家，

以换回中国所急需的物资；少量战略性的物资，

如桐油、猪鬃、生丝、粮食等尽量先输出苏联、

东欧和其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3］从出口计划

产品的比例和对苏新国家贸易具体做法上看，

1952 年全部战略物资或大部主要物资都是供

给苏新国家，如矿产 100%、皮毛 100%、粮食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 1992 年版，第 136 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中华

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经济管

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 页。　

［3］ 参见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经济

管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3-124 页。　

100%、大豆 80%。［4］

（二）并未关上对资贸易大门

应该指出，中国政府无意关上对资贸易大

门。1949 年 2 月 16 日，《中央关于对外贸易的

决定》指出：对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临时性质

的贸易关系，在对我有利及严格保持我国家主

权独立并由政府严格管制等原则的条件下，是

可以而且应该允许的”［5］。前文提到的《中央

关于对外贸易方针的指示》还特别指出：“和

日本的商业机关进行某些临时性的贸易，是可

以 允 许 的。”［6］1949 年 3 月， 毛 泽 东 在 提 出

“一边倒”外交方针时说，“我们必须尽可能

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

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7］。1949 年

12 月，毛泽东在访苏期间致电中共中央，“在

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筹统全局的观点出发，

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

日美等国做生意”［8］。这体现了全方位外贸战

略。

政府方面也有实际落实。1950 年 7 月，中

央人民政府贸易部［9］要求打开国外市场，“在

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中，其中对日贸易，下半

年准备根据情况变化抓紧大力开展”［10］。1950

年，贸易部在国外贸易司下设经营对社会主义

国家贸易的中国进口公司，经营对资本主义国

家贸易的中国进出口公司以及中国畜产、油脂、

［4］参见《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

编·对外贸易卷》，第 7-8 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第 138 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第 136 页。　

［7］《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435 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97 页。　

［9］ 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于 1949 年 10 月成立，主管国

内外贸易。1952 年 8 月，贸易部撤消，成立商业部和对

外贸易部，分管国内外贸易。1954 年，中央人民政府对

外贸易部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　

［10］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

外贸易卷》，第 6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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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蚕丝、矿产等国营外贸公司。［1］1951 年

3 月，中国土产出口公司经理蔡则说：“对资本

主义国家的贸易，今后是比较困难的”。但各

级出口机构在与各部门紧密地配合下，“应不

放弃有利的机会与可能的条件，去克服困难、

争取输出”。［2］

地方政府的认识也是如此。1950 年 12 月，

按照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定，中国对资本主义国

家实行易货贸易，停止结汇出口签证。但华南

分财委考虑到，华南土产出口的主要对象是资

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而且出口比较零散。经呈

中央批准后采取灵活措施：家禽、蔬菜、水产、

小额山货及手工艺品等先结汇出口，而生猪则

半结汇出口、半先进口后出口。［3］

（三）向苏新国家倾斜的政策倾向带来的

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

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正是在对苏新国家贸易优

先的原则下，中国积极发展同苏联等国的贸易

关系，苏联等国也向中国供应了大量物资。可

以说，向苏新国家倾斜的外贸政策倾向对于当

时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恢

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是新中

国成立初期合理而正确的必然选择。但不可否

认的是，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方面，对资贸易出口逐年递减。统计显

示，1950 年对资贸易进口 3.9 亿美元，出口 3.76

亿美元；1951 年进口 6.47 亿美元，出口 2.72 亿

美元；1952 年进口 3.01 亿美元，出口 2.45 亿美

元。［4］由于华南对资贸易出现动荡局面，内地

对港澳出口减少，导致中国出口商品在港澳市

场的优势动摇。对此，中财委早在 1952 年 4 月

［1］ 参见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

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 页。　

［2］《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

外贸易卷》，第 688 页。　

［3］参见张夏婷：《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易货贸易研

究（1950-1952）——以华南区为例》，《中共党史研究》

2015 年第 5 期。　

［4］参见吴学先：《红色华润》，中华书局 2010 年版，

第 189 页。　

就指出，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可作进一步努力，

打开局面，特别是港澳南洋，他们需要我国的

一些土特产，放弃这个市场对我不利。［5］

另一方面，国内商品积压滞销。中国传统

出口商品如猪鬃、桐油、茶叶、丝绸和某些土

产都是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出口；华南土特产

除向港澳南洋出口外，“别无出路”。由于不

再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许多原来畅销的商品

变为滞销，如猪鬃、桐油、肠衣、松香、桂皮、

五倍子、薄荷脑、茶油、绸缎、羊毛及其他小

土产等。1950 年 5 月，中财委召开上海、天津、

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工商

局长会议。各地资本家纷纷表示：工业品在国

内销售不了，建议鼓励出口。［6］

二、对外贸格局的调适（1952-1953）

从 1952 年初开始，中国政府公开声明，愿

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和人民恢复

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外贸部门总结了“一边倒”

格局下外贸工作存在的不足，提出要进一步发

展对资贸易，并采取一些措施。

（一）外贸政策的调整

在 1952 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

表团表态：“我们有丰富的农产品和工业原料，

可以供给那些需要的国家”；主张“在不管信

仰、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同基础上，

广泛地推进各种长期的贸易协定”；并重申：

“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政策是在平等互利的基

础上与各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

系”。［7］同年 5 月，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在东

欧六国商务代表团副团长及驻苏商务参赞联席

会议上说：我们对外贸易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

即“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扩大苏新贸易，依

靠苏联，发展中国经济，建设国防”，“同时

［5］参见《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

编·对外贸易卷》，第 555 页。　

［6］参见《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154 页。　

［7］《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

外贸易卷》，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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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减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1］ 这是

1952 年的新提法。同年 7 月，叶季壮在阐述对

外贸易总方针时几乎将对苏新贸易和对资贸易

相提并论：一是继续扩大对苏新国家贸易，依

靠苏联，发展经济，建设国防；二是以积极姿态，

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争取重要物资，以

利经济建设。外贸部“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

估计”是：在封锁禁运开始时，我们采取防御

办法，“特别是依靠苏、新贸易，扩大内销等”，

打破了封锁禁运。“但现在形势变了，开展对

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有了新的有利条件，因而，

应采积极主动的姿态，开展贸易，组织出口，

争取重要物资进口”。［2］10 月 17 日，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到京参加“亚洲及太平

洋区域和平会议”的 23 个国家代表召开贸易座

谈会。有外宾问：“中国对苏联与东欧人民民

主国家所采取的贸易政策与对非人民民主国家

所采取的政策有什么区别？”中国贸促会负责

人回答：“我们对于任何国家所采取的贸易政

策都是相同的，都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

上。”［3］1953 年 2 月，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

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公开宣布：“凡是愿意

和我们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发展贸易关系的资

本主义国家，我们是不会予以歧视的。”［4］

在进口方面，中国也不再局限于苏新国家。

1953 年 3 月，燃料部门请示：可否将在新民主

主义国家所不能供应之器材转向资本主义国家

订货？中财委经与外贸部商讨后，就有关国家

不能供应而转向订货的问题，提出可操作的处

理办法：第一，原用货部门所提订购之对方国

家不能供应时，得斟酌情形“由苏新国家转向

资本主义国家订购”；第二，因新民主主义国

家及资本主义国家不能供应时，“不再转向苏

［1］《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

外贸易卷》，第 7-8 页。　

［2］《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

外贸易卷》，第 5 页。　

［3］《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

外贸易卷》，第 7 页。　

［4］周恩来：《政治报告》，《人民日报》1953 年 2 月

5 日。　

联”，如有十分急需必要转向苏联订货者，应

报送中财委批准。［5］

不过，在出口方面中国尚未放弃苏新国家

优先的取向。例如，外贸部 1953 年 8 月的出口

国别政策的顺位是：重要物资（如油脂、油料、

花生、大豆、大米、杂粮）之出口部分，应首

先满足苏联需要，其次供应人民民主国家，再

次则酌情向资本主义国家输出，以便带动小土

产出口，但换回的必须是重要物资。至于小土产、

手工艺品和副产品，应尽量争取多向资本主义

国家输出。［6］

（二）总结外贸格局中存在的问题

1953 年 10 月，中共中央转发外贸部《关于

对外贸易工作基本总结及今后工作指示》。外

贸部的文件总结了中方在与苏新国家贸易中存

在的问题，认为，历年来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

家贸易谈判中，我们从自己需要与困难考虑多，

照顾对方需要少；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

出口商品有些作价偏高，影响平等互利的完全

执行。这说明，“一边倒”格局下的对苏新贸易，

遭遇了难以扩大发展的“瓶颈”，必须另辟路径。

外贸部总结了对资贸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认为：第一，不少干部认为对资本主义国家贸

易额小、麻烦大，放松了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

的发展。第二，对资本主义各国的供应困难，

形成积压。第三，由于国外市场情况变化和对

资本主义国家外汇需要增多，易货政策的适应

改变显得有些不及时。第四，有区别地对待殖

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贸易与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

第五，有时偏于只要重要物资，不要搭配。第六，

对私营进出口商缺乏明确具体的政策。

（三）发展对资贸易的初步举措

1952 年以后，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

虽然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禁运封锁的阻

碍，但仍争取到某些战略物资和重要物资进口，

［5］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中华

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物价出

版社 2000 年版，第 861 页。　

［6］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中国物

资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49 页。　



99

党史新中国史专题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外贸格局的调适

并与锡兰、芬兰、印度等国家建立正式的贸易

关系，与英国、法国、西德、日本等国家的厂

商进行了若干贸易。［1］

1952 年 5 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成

立后，致力于同世界各国的民间贸易团体积极

开展双边和多边交往。当时，对苏新国家的贸

易主要是政府推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的工作重点是资本主义国家，推动民间贸易。

1953 年 7 月，中国为开拓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

口业务，在民主德国的东柏林设立中国进出口

公司代表处，作为开展对西欧贸易业务活动的

窗口。1954 至 1956 年间，中国又在驻芬兰、挪

威、瑞典、丹麦、英国、瑞士等国的使馆或代

办处内设立商务处，发展对该国的贸易。［2］

当然，这时对资贸易还处在初始阶段，实

践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有人认为对资本主

义国家的贸易工作是麻烦的，怕犯错误；其次

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贸易等情况还了

解得不够和不及时，钻研这方面的业务不够，

办法也想得不多。再次，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为

了防止经济危机，各国大都限制进口，因而使

我国出口困难。但外贸部仍然“下定决心，搞

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3］。

三、发展对资贸易的新措施（1954-1957）

为了更好地发展对资贸易，中国采取了两

大新举措：一是扩大对港澳贸易并通过港澳转

口东南亚，二是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和中

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一）扩大对港澳出口暨转口东南亚

新中国一直重视利用港澳的特殊地位发展

对资贸易。如中财委在 1952 年就已经指出：“目

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多集中港澳，港澳成

［1］ 参见《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

编·商业卷》，第 1101 页。　

［2］参见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第

418 页。　

［3］《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

业卷》，第 1067 页。　

为今后全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大港。”［4］

当时，香港对我国出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主要

体 现 为： 一 是 在 我 全 部 对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出 口

中， 香 港（ 及 经 香 港 转 口 输 出） 所 占 比 重 很

大：1950 年占 38%，1951 年占 67%，1952 年占

75%，1953 年占 53%，1954 年占 51%。二是可

以对香港出口的品种很多，甚至连禾虫、龙虱、

木屐等“鸡毛蒜皮”的东西都可以向香港出口。

三是收现汇，并可在香港换成其他国家外汇。［5］

1954 年 9 月，华南外贸分局通过《关于进

一步扩大对港澳出口及经港澳转口东南亚工作

报告》，上报外贸部。报告提出要积极主动地

开展对资本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贸

易活动特别是对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活动；扩大

对港澳出口暨转口东南亚。［6］同年 10 月，对

外贸易部召集全国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12 月

6 日，国务院转发的外贸部《关于扩大向港澳出

口（包括经港澳转口东南亚）的工作方案》强调：

“扩大向港澳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支持国家

工业建设，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工作方

案还明确指出：“对港澳居民与东南亚侨胞所

需的日常消费品，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到全部

或大部组织供应与转口输出”。［7］

1955 年，各专业公司纷纷行动。广东省茶

叶进出口公司根据中央确定的“巩固、恢复和

发展”方针，提出“对资出口斗争中的具体策

略和措施”，积极扩大出口。［8］中国土产出口

公司召开“对资本主义国家土产出口业务会议”

提出：加强领导、统一步调、积极组织新商品

［4］中财委：《今后对港澳贸易提出几点意见》（1952

年 8 月 2 日），湖北省档案馆，ZN17-2-899。

［5］参见《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

编·商业卷》，第 1062 页。　

［6］ 参见中南行政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华南分局：《关于

进一步扩大对港澳出口及经港澳转口东南亚工作报告》

（1954 年 9 月 29 日），广东省档案馆，302-1-24。　

［7］ 国务院（五办）：《转发对外贸易部“关于扩大向港、

澳出口（包括经港、澳转口东南亚）的工作方案”》（1954

年 12 月 6 日），广东省档案馆，204-1-340。　

［8］广东省茶叶进出口公司：《根据 1955 年国外市场

情况提出斗争策略及对出口任务的初步安排》，广东省

档案馆，32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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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零星土产品对港、澳、东南亚及资本主义国

家的出口。［1］中国食品进出口公司为“作好今

后蔬菜的对资出口业务”，决定将各口岸之驻

港人员统一起来，在港成立蔬菜组，在五丰行

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2］

香港华润公司作为我国各进出口公司在香

港的总代理，其所属的香港远洋轮船公司、德

信行、五丰行的业务不断扩大。华润等公司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成为我国对资贸易的

主力军。［3］

（二）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和中国出

口商品交易会

广州临近港澳，对外贸易历史悠久。1956 年，

广东外贸局提出在广州举办商品展览会的构想。

经周恩来同意，国务院批准外贸部和广东省以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举办中

国出口商品展览会。［4］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于

1956 年 11 月至 1957 年 1 月举办，对发展我国

对资贸易，促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与我国正

常贸易往来，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

在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基础上，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

会”，从 1957 年 4 月起，每年春秋两届，连续

举办。中国举办广交会的重要目的就是发展对

资贸易。“我国每年春季和秋季定期在广州举

办的出口商品交易会，是我国同港澳商人和亚

非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以及西方国家商人进行

交易活动的场合。至于我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

贸易，每年都是通过双方签订的政府协议进行

的。”［5］

［1］ 参见《对港澳东南亚及资本主义国家土产出口业

务会议总结报告》（1955 年），广东省档案馆，324-1-

22。　

［2］中食出广州分公司：《召开蔬菜会议解决蔬菜统一

由五丰行代销及配额》（1955 年 6 月 22 日），广东省档

案馆，325-1-62。　

［3］ 参见吴学先：《红色华润》，第 441 页。　

［4］ 参见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编《百届辉煌》，南方日报

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9 页。　

［5］ 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有关外贸方面的对外宣传

问答参考材料》（1963 年 2 月 21 日），广东省档案馆，

304-1-118。　

广交会是扩大我国对资贸易的主要形式之

一。因为我国生产飞速发展，产品不断增多，

特别是某些土特产、手工艺品等，通过函电来

往，很难说明商品的情况。广交会“看样成交

能够消除函电交往所不能解决的问题”［6］。对

外贸易部也肯定：交易会是很好的对资贸易方

式，“对扩大对资出口贸易，推销新、小商品，

帮助出口计划完成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7］。

为了办好广交会，1959 年春季广交会开幕前，

外贸部制定了《对资出口商品经营分工的规定》，

明确商品经营分工，规范进出口成交。［8］

广交会在出口创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1957 年至 1962 年间，每年两届交易会

出口成交额占到全国同期现汇成交总额的 20%

左 右；1963 年 至 1965 年 间 约 占 30%，1966 年

至 1969 年 间 占 35% 左 右； 在 20 世 纪 70 年 代

占到 40% 以上。［9］

四、优先发展对资贸易（1958-1959）

从 1958 年开始，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开始

优先发展对资贸易。

（一）对资贸易以进带出、易货平衡；对

苏新贸易在积极商谈的同时，考虑苏新国家的

供应可能

1958 年 2 月，全国外贸局长会议提出“为

完成一九五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六亿到七

亿美元的光荣任务而努力”。会议认为，1957

年对资出口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必须继续正确运

用：一是抽调得力干部出国活动，积极深入市场，

争取就地成交。二是口岸分工中某些不合适现

象要及时调整，但对外步调统一的原则不可动

摇。三是充分利用中间商，培养重点客户，为

我出口推销服务。四是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经

过一年的实践，证明是扩大对资出口贸易的一

［6］ 《“交易会的任务作用与组织”课程提纲》（1958

年），广东省档案馆，304-1-19。　

［7］ 《一九五七年第二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工作方

案》，广东省档案馆，304-1-9。　

［8］ 参见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编《百届辉煌》，第 35 页。　

［9］ 参见王品清：《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地位和作

用》，《国际贸易》1989 年第 3 期。　



101

党史新中国史专题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外贸格局的调适

种很有效的办法。会议提出 1958 年度对资出口

的 13 项具体措施，包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保证完成全年对资出口任务”；采取“大进大

出”的方针，贯彻“以进带出、易货平衡”方针，

积极加强推销工作；进一步占领港澳市场，逐

步变新马市场为港澳第二，大力加强对日贸易；

积极开展对亚非国家的易货平衡贸易，打开加

拿大市场并开展对拉丁美洲的贸易，对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应区别对待；开好广州出口

商品交易会；加强运输工作，“运输工作是完

成对资进出口的重要环节之一”等。［1］

对苏新贸易，外贸部认为：从对外贸易来讲，

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根据国内的需要，积极地

同兄弟国家商谈，但还是必需考虑到国外供应

的可能。兄弟国家都是计划经济，建设任务也

都很大，一有变动，往往牵涉面很大。结论是：

应该以自力更生为主，即是建立在国内力量的

基础上。［2］

（二）更加扩大对资贸易

1957 年 12 月，叶季壮在全国外贸局长会议

上要求“更多地注意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趋

势和国外市场情况”，做好对外推销和进口工作。

他还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价格，过去

几年保持固定比价不变。现在东欧国家及国内

都有人建议改变，“明年将要采取的新的作价

办法”。［3］也就是说，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

去的优惠价，和国际市场的价格接轨。

1958 年 1 月，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关于

对苏新国家进行消费品交换工作的几项规定》

指出：消费品交换工作应当在首先满足国家出

口需要和保证国家出口计划（包括对资本主义

市场）完成的前提下进行；消费品交换的进出

口商品应以国内市场供应有多余而生产有潜力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 中华

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97-403 页。　

［2］参见《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

编·对外贸易卷》，第 292 页。　

［3］《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

外贸易卷》，第 3-4 页。　

的商品为主。［4］

1958 年 3 月，对外贸易部在“全国对资出

口会议”上提出“对外贸易工作二十四条”，

其中一些内容强调了对资贸易：如“扩大对社

会主义国家、亚非国家、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和

帝国主义国家的贸易”；“如果将来美国愿意

同我国进行贸易，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亦可表

示欢迎”；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需实行奖励出

口政策等。［5］

1958 年 6 月，叶季壮在全国外贸局长会议

上指出，“对苏联、东欧兄弟国家要按照合同

出口，对资本主义国家应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

计划”［6］。这也体现出外贸部门重视扩大对资

贸易。

五、辨析与思考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外交贯彻“一

边倒”方针，对外贸易也存在“一边倒”格局，

但中国政府的外贸政策在实践中不断对“一边

倒”进行调适，其中颇有值得思考之处。

（一）中国发展对资贸易的经济原因

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发展对资贸易，

对“一边倒”外贸格局进行调适，经济方面的

主要原因在于出口商品结构与经贸发展需要。

一是“一边倒”格局下的中苏贸易条件对

中国有不利之处。中苏贸易是相互支援的。大

体上说，在设备供应和技术应用方面，苏联对

中国援助比较多。但中国向苏联供应了很多重

要工业原料和生活物资。例如，属于战略物资

的硼砂、钨矿、钼矿、锂矿等重要物资主要是

出口供应苏联；每年都有几十万吨大豆、大米

和相当数量的其他品种食品、畜产品、轻工产

品供应苏联，其中很多都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

对苏联发展经济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起了很大

［4］ 参见《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

编·对外贸易卷》，第 359 页。　

［5］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

外贸易卷》，第 57 页。　

［6］《叶季壮在全国外贸局长会议开会的讲话纪录稿

一份》（1958 年 6 月 26 日），广东省档案馆，325-1-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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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1］

但是，“一边倒”格局下的中苏贸易条件

对中国有不利之处。例如，卢布与人民币的汇

率问题。1950 年 2 月双方进行贸易协定谈判时，

中国作出让步和妥协，两国货币的比值实际上

是在相对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的。［2］又如，在

新疆的中苏贸易中，苏联一直掌握着新疆出口

商品的检验权，经常随意压低商品的品质等级。

在中苏成套项目协定和合同中，同样存在一些

不合理条款。苏联供应我国成套设备的价格不

仅高于资本主义市场价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价

格，而且也高于苏联通过一般贸易供应中国同

类设备的价格。对比国际市场价格，平均约高

10%-20%，有的高达 30%-40%。［3］

二是对苏新贸易无法完全满足中国经济发

展的广泛需求。中国商品出口苏新等兄弟国家，

规格和质量必须根据兄弟国家的要求逐步改善

与提高，“但由于我国小农经济仍占极大优势，

它与兄弟国家所要求的规格存在着一定的矛

盾”［4］。中国对苏出口的大米、绸缎、手工艺

品等，苏方对品质与染色的坚牢度都有意见。［5］

苏新国家也不能完全满足中国的贸易需求，“各

部门需要的，他们不一定能全部供给；他们能

供给的，又往往是我们能生产的或生产已经过

多的”［6］。

与 苏 新 国 家 贸 易， 在 有 些 方 面 对 中 国 经

济的促进作用不大。有时即便是多赚到了钱，

也 可 能 要 吐 出 来。“ 历 年 来 我 出 口 价 格 过 高

者，必须自动降低；确实多要的价钱，要作为

［1］参见《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

编·对外贸易卷》，第 341-343 页。　

［2］ 参见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 1991 年版，第 246-247 页；孟宪章：《中苏经济贸易

史》，黑龙江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68-369 页。　

［3］参见《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

编·对外贸易卷》，第 339 页。　

［4］ 参见《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

编·商业卷》，第 866-867 页。　

［5］ 参见《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

编·商业卷》，第 1098 页。　

［6］《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

合卷》，第 934 页。　

我国对各兄弟国家的欠账，并以实物无偿抵付

之”［7］。

（二）苏新国家对中国发展对资贸易并不

反对

苏联主张中国发展对资贸易。1949 年 4 月，

斯大林已对中共明确表达了苏联的立场：“我

们认为，中国民主政府不必拒绝与某些资本主

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正式的关系”。“在

一定条件下不宜拒绝外国贷款及与资本主义国

家进行贸易活动。”［8］

中国外贸“一边倒”也有不符合苏联利益

的一面。例如 1954 年，中国对优质钢材、压延

钢材需要大，货单提出时间晚，“造成苏方供

应上很大困难”。苏联尽力满足中国，“甚至

有 8 种五金钢材，苏方国内实在挤不出，最后

将准备自用的供应我们，而自己则另从资本主

义国家进口解决”。同年苏方对我国出口货物

的需要，在品种上与数量上均大增加，“但我

因出口货源紧张，只能满足其一部分要求，甚

至不得不将苏方最需要的食用植物油消减 4 万

吨，而苏方对此亦均予谅解”。［9］如果中国在

外贸上完全采取“一边倒”政策，不发展对资

贸易而完全依靠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是难以

承受的。

更重要的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希望从中国

的对资贸易中获利。橡胶是在当时的禁运背景

下，苏联通过中国对资贸易获取的主要战略物

资。1950 年，中国最终进口了 12 万吨橡胶，其

中 8 万吨转口给苏联。1951 年中国进口的橡胶

中很大部分也转口给苏联，对苏橡胶出口占到

对苏出口总额的 15.14%。1952 年签订的中苏《关

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规定，中国每年从第三

国为苏联以国际市场价格代购 1.5 万至 2 万吨橡

［7］《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

业卷》，第 869 页。　

［8］《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2 卷，东方

出版中心 2015 年版，第 41 页。　

［9］《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

合卷》，第 9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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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1］这里的“第三国”主要是指东南亚的资

本主义国家。

据统计，中国在苏联外汇紧缺的情况下，

1953 至 1957 年间向苏联提供了 1.56 亿美元的

外汇；还通过转口向苏联提供了价值 3.3 亿美元

的橡胶、黄麻、椰子油和黑胡椒等。1960 年以前，

中国还从资本主义国家转口供应东欧国家所需

要的橡胶、棉花、棉纱、黄麻等工业原料。［2］

（三）中国外贸政策事实上非“一边倒”

20 世纪 50 年代，并不是中国在对外贸易政

策上的“一边倒”时期。从政策上讲，中国政

府一直在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地区）的贸易

关系，或者说对外贸“一边倒”格局进行调适。

从逻辑上讲，外交“一边倒”方针并不意

味着外贸“一边倒”政策。“一边倒”外交，

也不意味着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来往。1953

年 3 月，天津市委关于工程技术人员会议的报

告中提到“技术一边倒”的口号。该报告经中

央转发各地，“技术一边倒”一度流行颇广。

后来，中央专门发出指示澄清：“这个提法是

不恰当的，应以‘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和技术’

来代替。”中央指出：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

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在技术上并不存在

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

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

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而“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

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好像表示我们完全拒

绝这种必要性似的”。［3］同理，外贸政策完全“一

边倒”也是片面的。

中国外贸“一边倒”主要是一种格局，其

成因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封锁禁

运，“一边倒”非中国政策的主动选择。即使

在 1949-1952 年初，中国的外贸政策确有“一

［1］参见姚昱：《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中苏橡胶贸易》，

《史学月刊》2010 年第 10 期。　

［2］ 参见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第

260、275 页。　

［3］《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

合卷》，第 862 页。　

边 倒” 倾 向， 但 也 没 关 上 对 资 贸 易 大 门。 从

1952 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开始，中国就尝试

对这种“一边倒”格局进行调适；到 1958 年，

在出口国别政策上，对资贸易已经先于对苏新

贸易。

就外交方针与外贸政策的关系而言，外交

方针的转向是外贸政策调整的基础，但两者又

不完全同步。外贸政策的调整与中苏关系的演

变有关，经贸利益也是双方矛盾的焦点之一。

如前所述，从政策层面上说，从 1958 年开始，

中国已经优先发展对资贸易，但反映到对外贸

易的实绩中，中国对外贸易偏向于对苏联和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边倒”格局仍存续了数

年之久，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完全破

裂后，对资贸易额才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上

升到优势地位。显然，外贸政策的调整与外贸

格局的实际转变，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综上所述，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边倒”

外贸格局，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

封锁禁运造成的。中国在贯彻“一边倒”外交

方针的同时，不仅没有停止，反而积极发展对

资贸易。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调适“一边倒”

外贸格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建立相对独

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视与努力。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又创立出口商品交易会，大力发展

对资贸易，与中共八大前后摆脱苏联模式，从

中国实际出发，尝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

主义道路，是一致的。将“一边倒”外交与“一

边倒”外贸混为一谈，由“一边倒”外贸格局

推论出“一边倒”外贸政策，甚至臆测为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思想倾向，与历史事实不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交会与当

代中国的对外开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

编号为 18BDJ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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